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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教”演進敘論
———兼及當代“詩教”的路徑選擇

周奉真

[提　 要] 　 “詩教”在中國傳統文化教育中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價值。 縱觀“詩教”史,溯源考究

“詩教”在不同時代地位的消長,就會發現每當社會穩定、國力强大的盛世,就會高度重視詩教,提高

國民素質,詩教即爲輔助國家長治久安的利器。 研究總結詩教演進的歷史經驗,繼承詩教涵養人文

的傳統,探討詩教在今天化育國民的路徑,無疑有着積極的時代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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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教”在中國傳統文化教育中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價值。 有研究者言:“世界上沒有哪個國

家、哪個民族像中國一樣,對詩或曰文學賦予了如此之多的責任,讓文學(詩)承擔如此沉重的化育

民眾心靈、提升民眾精神世界的功能,是謂‘詩教’。” ①詩教對華夏民族精神世界的建構、對中華文

化歷史的形成及對中國人品格的塑造都有着不可替代的價值和作用,總結詩教演進的歷史經驗,繼
承詩教涵養人文的傳統,探討詩教在今天化育國民的路徑,無疑有着積極的時代意義。

一、“詩教”起源鉤沉

在探討“詩教”的起源之前,我們先明確一下“詩教”的概念。 歷史上的“詩教”有廣、狹意義的

區別。 狹義的“詩教”主要指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以《詩經》為教本,對人的道德品質的培養,對君

子人格的塑造。 廣義的“詩教”是西漢之後,除了教《詩經》外,以各個時代產生的優秀詩歌作為內

容的一切詩教和美學教育,這其中包括解析詩、學習詩、寫作詩、欣賞詩。
詩教概念的首次出現,是漢代人假託孔子口吻在《禮記·經解》的記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

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 ②是說詩教的最佳效果是造就了“溫柔敦厚”的人品和社會風俗。
其實詩教的實踐應該早於孔子,有了人文,就有了“詩”,同時也就產生了“詩教”。

章學誠《文史通義·詩教下》言:“三代以前,詩教未嘗不廣也。” ③這是說“詩教”傳統在夏、商、
周之前就普遍存在了。 考諸史實,此說蓋不妄。 應該說自從人類有了勞動和生活,就有了詩歌、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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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只是那時還沒有文字,原始詩歌罕有書面遺存,只靠口耳相傳。 今天,我們只能通過《禮記》、
《尚書》、《易經》等歷史典籍文獻對原始詩歌的追記,來瞭解當時詩及詩教的狀況。 在後世學者看

來,這些詩作有些是真的,有些可能在後人追記時有改動,有的也不排除後人假託,但無論是何種情

況下的流傳,都應該依傍着上古的歷史人文精神,從中可窺得上古詩歌及詩教的端倪、風貌。
章學誠言及三代之前的“詩教”,應指上古五帝時期。 其實在五帝之前,人文萌芽初始就出現

了歌謠(詩),也就有了詩教。 五帝之前的上古,詩是全民勞動生活的產物,且與樂(曲調)和舞(動

作)合三為一,統謂之“樂”,詩在此際就是配合樂、舞的歌謠。 所以,當時的詩教包含在樂的教化之

中。 《吳越春秋》卷九《彈歌》 “斷竹,續竹,飛土,逐宍”,④就是對當時打獵過程的記載。 堯時老人

唱的古《擊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鑿井而飲,耕田而食。 帝力與我何有哉。” ⑤描述了閒適

寧靜的農家生活。 原始先民生產力水平低下,對自然災害束手無策且畏懼,於是將希望寄託於神

靈,通過宗教祭祀,用詩歌來向神靈禱告祈願。 《禮記·郊特牲》記神農時的《蠟辭》:“土反其宅,水
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 ⑥郭沫若《卜辭通纂·第三七五片》記:“癸卯卜:今日雨? 其自西

來雨? 其自東來雨? 其自北來雨? 其自南來雨?” ⑦這些唱辭都是初民向神靈發出的祈禱,表達他

們的願望,祈求不發生自然災害,風調雨順。 原始初民在日常生活生產中創作歌謠、唱歌謠、聽歌

謠,在各種祭祀的儀式裡親身參與“樂”的活動,日常生活生產潛移默化,詩教就寓於其中。
及至五帝時期,生產力水平與文明程度都有所提高,“樂”教被統治者着意強化,而詩教的地位

也隨之提高。 《尚書·堯典》記堯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

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⑧這是堯帝讓樂師“典樂”、
“教胄子”,說明樂教被規範化了,其中就包括了“詩教”,詩也被明確賦予“言志”的功用。 其對樂

詩的標準及詩教的要求為“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在我們今天看來,就是孔子論

《詩經》首篇《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的另一種表述。 《禮記·樂記》載:“昔者,舜作五弦之琴

以歌《南風》,夔始制樂以賞諸侯,故天子之為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 ⑨這裡講的虞舜時期的

《南風歌》為:“南風之熏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 ⑩說明此時的詩

還含於樂中,統治者注重樂中歌謠的教化作用,用樂中歌謠來勸勉官民為德為善。 這時專門從事教

育的機構學校也出現了。 《禮記·王制》云:“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 庠,是虞舜

專設的為部族作出過貢獻的樂官養老的地方,分為上庠與下庠,年老的樂官在這裡一邊養老一邊發

揮餘熱,進行樂教,樂教包括了詩教,於是詩教有了專門的傳授之所。 五帝時期的《咸池》、《九招》、
《六列》、《六英》等諸多的樂詩都是貴族子弟學習的內容,用以培養提高貴胄子弟政治文化素質。

前 21 世紀,華夏第一個具有國家性質的夏王朝建立,出於統治的需要,原本為唱頌生產生活和

溝通神靈之用的原始之樂,被賦予了“人事”的職能,統治者用樂強化人等級有別的觀念,功成制禮

作樂成為夏初樂的主流。 經夏、商二代的發展,及於西周之初,禮樂制度臻於完美。 此時樂、舞、詩
雖依舊統於一體,但詩在這一時期的作用最為凸顯。 統治者為了使下情上達,制定了“采詩觀風”、
“獻詩諷諫”的制度。 設專人採集編纂《詩》以獻於君王,讓君王通過詩歌瞭解民俗土風,從而起到

“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 的作用。 同時,為培養提高貴族子弟政治素質,維護王室的長久統治,
周王朝擴大採纂之《詩》的運用成果,將詩(樂)教確立為國家的基本政治制度,在官學“辟雍”、“泮

宮”裡對“國子”進行“詩(樂)教”。 《禮記·內則》載:“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 成童,舞
《象》,學射、禦。 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夏》。” 可見,西周對貴族子弟的成長與培

養都有具體的學習內容規定,《詩》是當時貴族子弟學習的重要內容,可見詩教的力度在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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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此我們還可獲知,後來的《詩經》在西周已被編纂成《詩》這一入樂的詩歌總集,成為詩教的

教材。 “詩(樂)教”的主要內容是:“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  實際是傳歌

(詩)諷誦的六種方法。 而樂(詩)教的中心則是:“興、道、諷、誦、言、語。” 重視的是歌辭的“詩言”
與“詩義”之教。 樂(詩)之教使樂歌之辭的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升。 春秋中期之後,隨着諸侯國之

間的外交及人與人之間溝通交流頻繁,賦詩(引詩)傳意之風興起,“詩教”已深入人心,“賦詩言

志”成為時尚。 清代勞孝輿《春秋詩話》言:“自朝會聘享以至事物細微,皆引《詩》以證其得失焉。
大而公卿大夫,以至輿台賤卒,所有論說,皆引《詩》以暢厥旨焉。” 社會上“引詩以暢厥旨”的廣泛

應用,不僅在本國內君臣交流對話引詩以表其意,也體現在國與國的外交場合中,以至於普通人交

流也引詩譬說。 這些情況表明,“詩”在春秋中後期廣為諸侯國與國諷誦、社會各層面引用交流,
“詩教”不僅深入人心而且分佈廣泛,成為顯示個人修養和文明禮義的共通話語和外交辭令。

及至春秋末年,天下大亂,諸侯征伐,禮樂制度遭破壞,諸侯僭越,對禮樂隨意運用。 在禮崩樂

壞官學失守之際,詩逐漸擺脫了禮樂的束縛,獨立發展,詩教也隨之脫離禮樂之教,以其顯著的言志

功能成為文化教育的獨立門類,於是有了獨立後的《詩三百》。 孔子的偉大之處,正在於他此刻站

了出來,打破了王公貴族“辟雍”、“泮宮”的壟斷式教育,“設教閭里”,首創私人辦學,且“有教無

類”,以個人力量把“詩教”普及到了平民之中,這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二、孔子“詩教”觀索隱

《詩經》作為中國的第一部詩歌總集,其中有豐富的古代歷史文化、社會生活、民俗藝術等資

訊,且文辭優雅、情感淳厚、格調溫婉,無疑是“詩教”的元典、經典,也是孔子“詩教”的主要教材。
所以我們要瞭解孔子的“詩教”觀,就先須從他對《詩經》詩義的說解和他用《詩經》教育學生的實

踐入手,這些相關材料多收集存留在《論語》裡。 我們就以《論語》為觀照,來研究孔子的“詩教”思

想。 《論語》共出現討論《詩經》的言論有十八次,其中論斷式語句,主要有如下幾條: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為政》)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八佾》)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泰伯》)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子路》)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 曰:‘學

《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 鯉退而學《詩》。”(《季氏》)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 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 邇之事父,遠之事

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陽貨》)
從上述文獻,我們可以分析歸納出孔子至少從三個方面闡述了他的“詩教”思想:
(一)“詩教”的精神———“思無邪”
“思無邪”出自《詩經·魯頌·駧》:“思無邪,思馬斯徂。”“思”是語助詞,“無邪”本是形容馬的

矯健神駿,孔子假借來用以說解《詩三百》思想健康,內容純正,合於禮樂制度和社會道德規範。
“詩之為體,論功頌德,止僻防邪,大抵歸於正。” 即《詩》的思想內容是“思無邪”、“歸於正”,用來

進行道德教育。 然而就是因為《國風》中數量眾多的情歌,後儒及宋代道學家都不同意將此歸入

“思無邪”範疇。 朱熹《詩集傳》甚至認為“鄭衛之樂,皆為淫聲”,清龐塏《詩義固說》中言:“喜怒

哀樂,隨心所感,心有邪正,則言有是非。 合於禮義者,為得性情之正,於《詩》為正風正雅;不合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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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義者,即非性情之正,於《詩》為變風變雅。 聖人存正之為法,存變以為戒,變則非禮義之正,而知

者知戒。” 直至 20 世紀,在《詩經》研究中關於“思無邪”的討論一直沒有停止,爭論的焦點依然在

後儒及衛道士自設的樊籬之中。 其實早在先秦,荀子就對《詩三百》中所謂“變風”、“變雅”作了正

面的肯定,對《國風》中的所謂“好色”詩未予貶損否定,而是充分肯定這種人性欲望的合理性,詮釋

說“不想其止”(即這種合理的人性欲望並沒有違背禮儀道德),並稱讚這種情感“其誠可比於金

石”,可謂切中要害,準確揭示了《國風》不同於“雅”、“頌”的精神實質。 鄙意以為,荀子充分理解

並認同孔子關於《詩經》“思無邪”的論斷,是孔子的知音。
(二)“詩教”的作用———“不學詩,無以言”,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
由於春秋賦詩言志的影響以及社會交往的需要,孔子把《詩》作為重要課目,指導學生學習,培

養學生語言表達能力。 “不學《詩》,無以言”,並非是“不學詩就不會說話” 的意思,這裡的“言”,
非指日常生活中的說話,而是指學《詩》以致用,提升在行政外交中的傳意能力。 此即《論語·子

路》所言:“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  學《詩》表意溝

通、達政專對,講的就是詩的功用。 更加明確詳盡的表述,見之於《論語·陽貨》:“《詩》,可以興,可
以觀,可以群,可以怨。 邇之事父,遠之事君。 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如果說“不學《詩》,無以言”
是在“賦詩言志”的社會背景下對《詩》溝通交際功用的揭示,那麼這則定性的評價,則從學習者角

度闡發了《詩》所承載的文化含量。 “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講的就是學《詩》可以獲得豐富的知

識,提升學習者對事物的認識能力。 “興”、“觀”、“群”、“怨”的各種功能,都是圍繞禮樂道德的維

護與建設來設定的,目的是為維護現有的社會秩序服務。 《論語·顏淵》云:“齊景公問政於孔子。
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 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
吾得而食諸?” 以君臣父子為核心的宗法制度,是構成周代社會政治倫理的基石,“邇之事父,遠之

事君”把《詩》的社會功能說到了極致,中國的政教就在人倫倫理的逐漸構建中發展形成了。
(三)“詩教”的次第———“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對《論語·泰伯》之“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何晏《論語集解》引包咸注曰:“興,起也。 言

修身當先學《詩》,禮者所以立身,樂所以成性。” 講的是孔子立教的“三步走”,提升學生的人生修

養。 從教育和學習的難易次第來看,《詩》適合於啟蒙教育。 為此,孔子把誦《詩》列為學習禮樂的

初級階段,這也說明了作為教育家的孔子對教學規律有深刻的理解和有效的把握。
此外,還有流傳甚廣的《禮記·經解》裡假託孔子的口吻,將“溫柔敦厚”作為孔子的重要詩教

思想:“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 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

易良,《樂》教也;絮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 早在半個

世紀之前,朱自清在《詩言志辨·詩教》裡,從“六經”形成的過程及思想邏輯,令人信服地明辨了

《經解》這則記載非孔子所言,而是漢代人的“詩教”主張。

三、歷代“詩教”演進述論

孔子之後,秦統一六國不久,即發生了“焚書坑儒”事件,此後楚漢爭霸,項羽屠咸陽,“燒秦宮

室,火三月不滅”。秦、項兩火使古代經典毀壞殆盡,“詩教”遭遇毀滅性的打擊。 及至漢興,漢儒痛

惜典籍之不存,詩教飄零,斯文不振,便自覺地承擔起文化復興的責任。
(一)漢魏六朝“詩教”的嬗變

進入西漢,儒生尊孔讀經,把《詩》的地位尊奉為“經”。 最初,設壇講《詩》進行“詩教”的有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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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韓三家。 歷經漢初四代到漢武帝時期,他採納了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建議,儒家詩教

備受尊崇。 齊、魯、韓三家詩教悉入學官,“詩教”正式成為國家意識形態主張,此時《詩》開始稱《詩

經》。 在推崇“詩教” 之際,漢儒從實用出發,豐富了孔子的“詩教” 理念,創造性地提出“溫柔敦

厚”、“美刺”說,將詩學政教批評的觀念牢固牢籠,成為後世衡文論詩的最高原則。 至東漢衛宏作

《詩大序》,初次從理論上系統地構建了儒家詩學批評的原則,闡發詩與時代、政教之關係:“情發於

聲,聲成於文謂之音。 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

困。 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 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 

衛宏高度強調詩的教化功用,使詩有了崇高的社會地位。
東漢末年,朝綱不振,其衰亂與前漢的興盛形成強烈的對比,一般知識階層對曾經神聖的儒家

權威思想發生了懷疑,道家在沉寂了幾百年之後復甦,外來的佛教思想也開始傳播,及時行樂、趨利

輕義的趨向出現,產生了直露表現情愛的《上邪》、《青青河畔草》等詩作,儒家“天行健,君子以自強

不息”的剛健進取的人生態度被及時行樂的追求消解,文人放下了一貫的政治、道德責任,個性覺

醒,追求人性的解放。 在理論上,魏晉南北朝出現了何晏、夏侯玄、王弼等玄學大師,他們祖述老莊,
宣導玄學,崇尚“自然”,輕視“名教”。 何晏著《論語集解》,用“玄學”觀闡釋儒家經典的意義,使儒

家經義與現實脫離,使儒家詩學理念從文化中心地位位移,從而導致在魏晉時期詩教式微。
在文學創作主張上,曹氏父子以慷慨之氣、磊落之才強調文學自覺,詩文“尚通脫”,並以卓越

的創作成績實踐了其文學主張。 延及齊、梁,三百餘年間,詩文重“情”求“美”,“獨尊儒術”即告終

結,詩教也隨之遁跡。 曹丕《典論·論文》倡“詩賦欲麗”說,才人文士,聞斯回應,以純文學詩賦

為先鋒,標誌着中國文學無論從文體還是創作主體,都進入了一個自覺的時代,其影響綿延至魏晉

南北朝。 西晉陸機《文賦》提出“詩緣情而綺靡”,詮釋、完善了曹丕的“欲麗”說,首次撇開了詩的

“言志”傳統,提出詩因“緣情”而美,把“情”引入詩的美學範疇,這是對傳統詩教觀的公開反叛。
與陸機同時的葛洪更倡揚詩之“美”,其《抱樸子·勖學》云:“雖云色白,匪染弗麗;雖云味甘,匪和

弗美。 故瑤華不琢,則耀夜之景不發;丹青不治,則純鉤之勁不就。 火則不鑽不生,不扇不積;水則

不決不流,不積不深,故質雖在我,而成之猶彼也。” 公開質疑孔子“繪事後素”美學觀,認為“素”
只有“繪事”才美,“質”必附於“文”才完美。 在葛洪眼裡,“今詩”之美勝於《詩經》之美,他推崇潘

岳、夏侯湛等人:“諸碩儒高才之賞文者,咸以古詩三百,未有足以偶二賢之作也。” 

此際劉勰在《文心雕龍》中也提出了“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  的精闢論

斷,認為“情變”是詩歌文體、特點發生變化的內在動因,並立“情采”一章專論“情”固有美的品質,
是詩文重要的文采所在。 他也曾肯定詩歌“藻辭譎喻,溫柔在誦,故最附深衷” 的詩教精神,但事

實上詩教卻非劉勰衡詩的標準,而是被高舉輕置。 鍾嶸《詩品》提出:“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盪

性情,形諸舞詠。 照燭三才,暉麗萬有,靈祗待之以致饗,幽微藉之以昭告。 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

詩。” 鍾嶸探尋詩歌美學的發生動因,他回歸到詩的本體論詩、評詩,審視詩人,認為詩就是詩人感

於物而動於心、形於篇什的精神產品,不帶任何功利目的,這是着意淡化儒家的詩教色彩。 至於

“風流齊梁”的詩歌,更是取向唯美,以“綺麗”、“繁文縟采”的詩風,大膽反叛儒家詩教,如蕭綱將

文章與立身判然而分,提出“立身之道,與文章異,立身先須謹重,文章且須放蕩”,鼓勵作家個性

解放,追求審美,破除傳統“詩教”戒律,儒家“發乎情,止乎禮義”的詩教思想在此時此地黯然退場。
(二)唐、宋“詩教”的復興

在唐初,國家最高統治者在文學主張詩歌教化等關乎國家意識形態方向的確立上,從問題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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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手,針對齊、梁浮靡文風,力矯其弊。 唐太宗作詩、論詩皆秉持“雅正”,主張文學“師古”、“尚

德”、“求雅”、“切直”,強調文學要有“裨政”的功用。 唐太宗和貞觀諸賢臣的共同的詩學詩教主張

與創作實踐,為唐詩的健康發展奠定了基礎。
最高統治者的主張,使長久被忽略的儒家思想得以重拾,儒家“溫柔敦厚”的詩教理論被重新

尊崇,魏晉“風骨”被繼承,使有唐一代現實主義、政教與審美有機結合,成就了唐詩的輝煌、詩教的

輝煌。 唐初陳子昂宣導“風骨”,之後整個唐代詩壇詩人,都圍繞“風骨”去體悟宇宙“大道”,自覺

關注現實社會,追求建功立業的人生,呈現了唐詩著名的“盛唐氣象”。 李白是“風骨”詩學說的第

一個偉大實踐者,杜甫的詩作將秦、漢以來詩學的政教育人傳統與魏晉六朝以來形成的詩學審美價

值有機結合起來,內外兼美,對中國詩學作出了劃時代的貢獻。 白居易、元稹提倡“新樂府運動”,
實踐現實主義的詩學觀。 白居易本乎“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 的現實主義態度,將他

創作的“新樂府”,從理論上昇華,形成了用詩“化成天下”的“詩教”觀,提出“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

平。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於言,莫切乎聲,莫深乎義。 詩者,根情、苗言、花聲、實義”,把詩人

個人的喜怒哀樂之“情”上升到聖教大而化之“感人心”之情,體現了政教與審美的完美結合。
及至宋初,歐陽修領導詩文革新運動,再倡詩歌的政教功用,力矯晚唐綺豔之文風,且繼之者甚

眾。 依循其跡,可見宋代儒家詩教清晰的脈絡。 呂本中《夏均父集序》云:“今之為詩者,讀之果可

使人興起其為善之心乎? 果可使人興、觀、群、怨乎? 果可使人知事父、事君而能識鳥獸草木之名之

理乎? 為之而不能使人如是,則如勿作。” 他強調詩要有認識和教化作用,舍此,詩歌便無存在價

值。 韓駒《陵陽室中語》云:“詩言志,當先正其心志,心志正,則道德仁義之語、高雅淳厚之義自具。
三百篇中有美有刺,所謂‘思無邪’也。 先具此質,卻論工拙。”  韓駒強調詩人首先必須“正其心

志”,詩作才可能具有美刺之義,方可合乎儒家“思無邪”的原則。 葉適《習學記言》云:“白居易論

詩,謂‘周衰秦興,六義始刓,及江、鮑則六義盡去’。 按《周官》教六詩,不言詩有六義;主文譎諫,蓋
後人顛倒其說;孔子教詩,但言興、觀、群、怨而已。 居易專以諷為主,固已失之。 白既以此致謗,至
本朝蘇、蔡,遂成詩禍矣。” 葉適認為白居易“以諷為主”的創作追求失去了傳統詩學精神,否定了

這種片面的詩學功能主張,認為北宋蘇軾的“烏台詩案”、蔡確的“車蓋亭詩案”也是受此詩學觀影

響而遭慘禍。 而羅大經卻強調作詩要有勸誡之意,並以此作為詩的主要價值:“古詩多矣,夫子獨

取三百篇,存勸戒也。 吾輩所作詩,亦須有勸戒之意,庶幾不為徒作。 彼有附畫雕刻,無益勸戒者,
固為枉費精力矣。 乃若吟賞物華,流連光景,過於求適,幾於誨淫教偷,則又不可之甚者矣。” 認為

“過於求適”、“吟賞物華,流連光景”之作,則近於“誨淫教偷”,價值極其有限。
宋代還有不少詩人論家對“溫柔敦厚”詩教原則有討論。 黃庭堅也不同意“強諫爭於廷,怨仇

詬於道,怒鄰罵坐之為”的詩學觀,以為此乃“失詩之旨”,折射出他中和審美的詩歌主張。 兩宋占

統治地位的理學思想以儒家道統為底色,吸收道佛思想,大談義理性命,把儒家倫理道德推演成無

所不在的“理”,其消極影響使詩學、詩教蒙塵。 如朱熹曰:“這文皆是從道中流出,豈有文反能貫道

之理? 文,是文;道,是道。 文只如吃飯時下飯耳。” 他以此論詩、評詩,否定了許多有成就的詩人,
譬如屈原:“惟其不知學於北方,以求周公、仲尼之道,而獨馳騁於變風變雅之末流,以故醇儒莊士

或羞稱之。” 還指摘杜甫“歎老嗟貧,志亦陋矣。 人可以不聞道也哉?” 皆為後人所不允。
(三)元明清“詩教”在艱難中構建,然風流已沫

蒙元統治時間較短。 在元代,較著名的傳統詩人如趙孟頫、楊維楨都重倡漢代詩教理論,主張

詩“可以觀民風,可以觀世道,可以知人,可以多識草木鳥獸之名”,重新主張漢《詩大序》以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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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教觀,強調詩歌創作的裨政補世作用。 然而恰是不以詩名世的吳澄,其詩教主張契合了元代的文

學成就。 吳澄力倡詩歌的“情性之真”,尚風不尚雅,重視古代民間歌謠,對有元一代的文學產生

了深刻的影響。 元曲文學成就以雜劇為最高,多表現性情,對“溫柔敦厚”的漢代傳統詩教思想多

有反叛轉移,從著名的雜劇《竇娥冤》中就可以看清元曲元雜劇真正的詩學審美趨向。
進入明代,隨着城市興起商業繁榮而產生了市民階層,有了市民文化,形成了市民讀者群。 文

人為適應市民階層的文化趣味,創作也趨向世俗化,傳統儒學的重鎮詩教遭遇了嚴峻的挑戰,雖然

劉基、方孝孺、李東陽、徐禎卿等曾高標詩歌的教化功用,楊慎《選詩外編序》、胡震亨《唐音癸簽》、
陳子龍《皇明詩選序》等都對溫柔敦厚的審美原則有論說,但顯然難扼詩教頹風。

清初的儒家詩教,還是一批前朝遺民詩人和詩論家在主導,錢謙益、方苞等人都有不同角度的

論說建構,其對詩歌教化功用的論說,仍襲於前明,並以“溫柔敦厚”為詩則。 值得觀注者,至號稱

盛世的清康雍乾時代,因最高統治者推崇詩教並喜好寫詩,使此際詩教詩學呈現出夕照回光式麗

景。 康熙以文武兼備之資,一生寫詩千餘首並有十多篇詩論,其中寄託了他希望詩歌繼承“温柔敦

厚”詩教傳統,肩負起化育人心、裨益天下的責任,行經世致用之事功,爲他平生欲以建構的理想太

平盛世發聲著韵。 乾隆秉承乃祖詩教大旨,風流自命,一生寫詩幾萬首,雖有粗濫之譏,但對當時張

揚詩教、詩歌創作影響甚巨。 深得盛世帝心的沈德潜應時而出,他以深厚的詩學修養,依傍康乾二

帝詩教主張,在他的《説詩晬語》裡以“忠愛”、“温柔敦厚”傳統詩教觀爲底色,暢言詩歌“格調”、
“性情”、“論法”諸説,成當時詩教主流學説。 基於體現他詩學理論的考量,沈德潜選編了至今負有

盛名的《唐詩别裁集》,以“宗旨”、“體裁”、“音節”、“神韵”四端爲繩檢,所選唐詩浸透了“雅正”、
“温柔敦厚”的儒家詩學觀,其中杜甫的忠君愛國、憂國憂民、揭露社會弊病詩篇收入甚夥,李白的

愛國激情、關心國家命運篇什在别裁集裡引人注目。 進入清季民初,西學東漸,新學衝擊,傳統文化

幾遭全盤否定,儒學的“詩教”觀被全面清剿,“詩教”從此徹底衰落。
梳理中國的詩教史,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詩教在長期的演進形成過程中,沉澱了諸多寶

貴的人文價值,如重人倫注重人的道德品質的塑造,重進取堅持自強不息的奮鬥精神,以及重和諧

注重培養“溫柔敦厚”審美人格和追求天人合一審美的文化境界,等等。 詩教主張的核心始終與中

華民族的主流文化息息相關,展示了華夏民族濃厚的人文主義精神傳統。 詩教精神也完全符合中

國傳統文化對道德品質不斷自我完善的要求,對人生價值意義持續的探尋求索,對人格境界永無止

境的追求,是中華民族獨特的彌足珍貴的文化遺產。

四、當代“詩教”重構的路徑選擇

“五四”對舊傳統舊文化包括詩教傳統的否定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當時中國積貧積弱,被列強

稱之為“東亞病夫”,備受侵淩,這種否定有利於中國“鳳凰涅槃”全面浴火重生。 然而彼一時此一

時矣,縱觀“詩教”史,每當國家穩定國力強大的盛世,就會高度重視文教重視詩教,注重人文涵養,
提高國民素質。 西周結束了商紂的無道統治,大興禮樂,將詩教納入周朝統治千秋萬代的政教之

中;西漢結束了長期的國家動亂,以儒學作為國家意識形態的指導,把《詩》提高到了“經”的地位,
創造性地繼承發展了“溫柔敦厚”的詩教理念;唐宋興盛,倡言詩教與政教的統一,使詩教成為輔助

國家長治久安的利器。
今天,中國經濟建設取得了長足進展,國富民殷進入小康,建設人文鍛造國民人格品格就顯得

尤為迫切。 當此之時,我們正宜剔除傳統歷史文化中的糟粕,繼承弘揚其中的精華部分,用以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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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提高國民文化道德素質,就不失為一種正確的理路。 對此我們已形成共識:“中華文化積澱着

中華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華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

識。” 中華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基因”,而“教”是中國歷史形成並在文明演進史上具有核

心地位的文化傳統,“詩教”就是最顯著的標識。
詩教傳統的價值,不在“教”的內容上,而在於詩歌對國民人格的養成、在於詩歌對全體國民家

國情懷培育上。 當代詩教與傳統詩教應是一種傳承關係。 我們應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價值取

向,繼承“思無邪”、“溫柔敦厚”等優秀傳統詩教精神,着重於以詩化人,突出詩歌的審美教育,參與

現代人格建設和文化建設,旨在培養一代具有家國情懷的新人。 五四及之後的一百年產生的中國

新詩是中國詩史發展的新階段,所以今天的詩教內容應有優秀的新詩。 將古代經典詩歌與現代精

品新詩包括優秀的外國詩歌引入民眾生活,納入當代的詩教範疇,探討有效的詩教路徑,教化民眾,
提高國民的素質,是詩歌的使命,也是我們的時代責任。

(一)將“詩教”確定為大、中、小學教育的內容

青少年兒童處在身體發育成長和人格素質發育成長的雙重時期,我們應將“詩教”作為素質教

育的優質資源,加以創造性的應用,讓他們從“扣人生的第一粒扣子”起,就在詩教中確立熱愛祖

國、明辨是非的思想底色,從小學會思考、學會做人。 國家應組織專家選取優秀詩歌,增加中小學語

文課本中詩詞的份量,其中應有詩詞格律常識的文章,對少年兒童進行詩歌啟蒙教育。 對中小學學

生的“詩教”,不僅僅要講解詩意幫助他們鑒賞詩詞,還要指導他們從小學習寫作新舊體詩。 宣導

在校園結詩社,組織詩歌朗誦創作比賽,條件成熟的地方還可以將寫作詩詞納入作文及語文考試內

容。 大學文史哲等社科院系須詩詞課必修,本科畢業生一定能創作完全合於格律規範的詩詞。 目

前大中小學語文教師不懂詩詞或不會創作詩詞是個普遍的存在,教育行政部門應規劃為“詩教”培

養師資,強化教師的詩詞修養,保障“詩教”的品質。
(二)將“詩教”納入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對全民進行詩歌化育

國家在制度設計上應將“詩教”當作公共文化納入服務體系,設置具體“詩教”的內容項目,讓
各層級文化部門組織實施。 在國家法律規定現成已有的各級公共文化陣地如“三館一站”的公共

講堂,加入詩歌講座。 中國素有詩國之譽,文化行政部門應像設立“民間文化藝術之鄉”那樣,設置

“詩歌之鄉”等諸多的具有榮譽性的詩教平台,如詩市、詩縣、詩鄉、詩鎮、詩村、詩校等,進行全民性

的創建,藉此讓詩歌的神聖性深入全民,對全民進行詩教。
(三)宣導支持社會“詩教”活動

各級各地文化藝術組織及社會團體,可舉辦各類詩詞大賽、朗誦演唱會、研討會,亦可組織詩

人、詩歌愛好者集體采風、創作,讓更多有意願有熱情的民眾參與詩歌活動,擴大詩詞影響,培養詩

詞人才,發現詩詞新秀。 在不同媒體舉辦詩歌節目,如央視舉辦的“中國詩詞大會”,在更大的開放

平台上張揚詩性,進行詩教。 鼓勵支持各地社會組織舉辦各種“詩歌節”,如近年已成功舉辦數屆

的甘肅“李杜詩歌節”、四川“陳子昂詩歌節”,形成詩歌節會品牌,釋放詩教的輻射效應。 在街道社

區專設經典詩歌牆,用 LED 屏滾動推送優秀詩作,將中國偉大的詩人塑像置於公園景點,在車站、
地鐵通道等地方陳列經典詩歌,將優秀詩歌譜曲成為優美舒緩音調在社區等公共場所播放等,都應

該是有益於詩教的好形式。
總之,摒棄傳統詩教的糟粕,發掘闡釋應用其價值精華,提升國民文化素養和道德品質,提高國

家文化軟實力,構建當代詩教文化,推動新舊體詩健康發展,無疑在今天有着積極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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